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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九版）
“子弹”已经上

膛，何时才是它的最
佳发射时机？

第一套人民币
作为一套战时货币，
它的发行与解放战

局的推进息息相关。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顺利推进，平津解放为期
不远。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
新的转折点。

人民币这颗“子弹”也迎来了
最佳发射时机。

“配合军事上的转折点，经济
上，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要作为
全国统一的象征，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通货膨胀
和中国近百年外币、金银币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
永远埋进历史的垃圾堆，开启中国货币史上唯一统
一的时代。”崔仁斌说。

1948 年 12 月 1 日，就在位于石家庄现在
的中华北大街55号这座小灰楼里，中国人民
银行宣告成立，并宣布发行“伍拾圆”“贰拾
圆”“拾圆”三种面额票券。
当天上午9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科将新

印刷的第一批50元券人民币交付给前来取款的平
山县银行，人民币正式发行、流通。人民币所到之
处，公营贸易公司和商店事先都调拨来花色品种齐
全的商品，人们用新发行的人民币买到了足额的生
活物资。

就这样，虽然没有贵金属储备，但人民币依靠
稳定的物资供应和政权信誉，在河北站稳脚跟，走
向全国。

典范：三地展品背后的“深厚伟力”

在位于今天邯郸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一二九
师纪念馆仓库里，保存着一条麻质大绳。

绳子长50多米，褐色，绳面光滑。
这是一件藏品，也是抗战岁月里八路军和人民

唇齿相依的见证。
1942年5月，涉县庄子岭村的农家妇女李才清

正是用这根绳子，将 54名伤病员拦胸、拦腰绑住，
拖拽到村后山腰间 50 多米高的山洞里，使他们顺
利逃过了日军的疯狂“扫荡”。

在敌人近20天的轮番“扫荡”中，面对日寇的刺
刀威胁，甚至被放火烧房子，李才清一家始终没有吐
露半个字。直到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老人面对
当地宣传部门的采访，仍对当年的事守口如瓶：“不
能说，组织上交代的，杀头也不能说。”

李才清被党和政府授予“八路军的母亲”称号。
在腥风血雨的抗战岁月里，燕赵大地上活跃着

许许多多这样的“母亲”：
在太行山脚下，平山下盘松村，面对鬼子的“扫

荡”，“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让负伤的八路军双脚
踩着她的肩膀向上攀爬，安全躲进山洞；在冀中平
原，安平报子营村，“冀中子弟兵母亲”李杏阁用嘴
为伤员吸吮脓血；在雾灵山深处，兴隆达峪村，“麻
利嫂”张翠屏临产前带着三百多名八路军紧急转
移，在冰上产子……

河北省的老区占到全国老区县的十分之一，几
乎每个老区的村庄，都有过为抗战无私奉献的革命
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给奋战在敌后的干部、战士送
饭送水，照顾转移伤员，侦察报告敌情……她们每
一个人都是“子弟兵的母亲”——“娘”，这曾是子弟
兵对她们的共同称呼，起初是为了避免暴露，后来
却是发自内心的呼声。

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
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位于今天唐县军城南关的晋察冀烈士陵园，
北侧平台处有一个长 30 多米的碑廊，呈东西方向
排列矗立着十通碑刻。汉白玉石碑上，整齐地镌刻
着2528名唐县籍烈士的名字。

“这些烈士中，有 1300 多人牺牲在抗日战场
上。”唐县政协原副主席宗健介绍，在抗日战争期
间，时有人口18万的唐县，有7385名优秀青年参军
入伍，2664名干部南下北上。

而唐县，只不过是河北众多县市中的一个。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是八路军最稳定的兵员补

充基地。到抗战胜利，晋察冀所属正规部队由3000
余人发展到 32 万人，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 90 万
人；晋冀鲁豫所属正规部队由 9000人发展到 30万
人，民兵发展到40万人。

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一册冀中
区行署教育科于 1941 年 4 月 14 日编印出版的老
课本——高级小学用《政治常识》第二册。

由于当时边区印刷条件简陋，老课本使用的纸
张大多为民间自己制造的“土纸”，图案字迹不甚清
楚，装帧简单。但泛黄的纸张中，字里行间透露出对
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浮现着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
身影。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大地上村村是堡垒，人人
是战士。

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文救会、儿童
团和自卫队……根据地里，几乎任何一个人都有组
织归属，创造出一整套适合于人民战争需要的后勤
供给、兵员补充、伤员救护、敌情侦察、通信联络等
作战保障工作系统。

“晋察冀的组织，简直是神秘微妙、不可思议的
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互
传讯息，传递抗日军所要的消息，而且传递的速度，
比电报、电话还要‘快速’。”在大龙华之役缴获的日
寇文件中，敌酋桑木师团长就曾这样哀叹。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屏障：三把植苗锹的“瘦身”

在今天的塞罕坝展览馆，陈列着这样三把植
苗锹：

为首的一把形似我们常见的铁锹，锹头和锹柄
都由生铁制造，锹头宽厚；

其后的第二把锹头大小相仿，不同的是，锹柄
改为木质，锹头顶部两侧突出，更方便踩踏；

第三把锹头变细变窄，形似“长矛”，锹背上还
焊接了横梁脚踏板，手持轻便，入土锋利。

植苗锹，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最不起眼、却又应
用最广的植苗工具。在 115 万亩有林面积中，塞罕
坝逾半林海都是用植苗锹一锹一锹种出来的。

植苗锹，见证着塞罕坝几代建设者科技兴林的
探索，也浓缩着塞罕坝人为京津重塑生态屏障的一
路艰辛。

“创业初期，第一代建设者连一把合适的植苗
锹都没有。”指着橱窗中锹头已经氧化变黑的第一
把植苗锹，林场林业科副科长范冬冬介绍，第一代
植苗锹名为苏制克洛索夫植苗锹，还是当时林业部
的领导到苏联考察不远万里给塞罕坝带回来的。

但“远道而来”的植苗锹很快便遭遇了“水土不
服”。

相比苏联人，当年的中国人身形瘦小、力气较
小；当时苏联造林地块普遍土质松软，植苗锹很容
易插入土中，而塞罕坝立地条件差、砂石多。克洛索
夫植苗锹并不适合坝上造林。

这把“抡不动”“铲不进”的植苗锹，从一个小小
的侧面，映照着塞罕坝的创业之艰。

摊开一张河北地图，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交
接的地方陡然升高，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台阶
分割出上下两种地貌。

这个台阶就是塞罕坝，海拔1010—1940米。
天地造化，使这里的森林成为阻挡北方风沙南

侵的天然要冲，但高纬度和高海拔也令这里冬季寒
冷漫长，最低气温-43.3℃，年均无霜期仅64天。不
仅寒冷，塞罕坝风沙还异常大。当地有句谚语称，

“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
独特的气候与地貌，也让塞罕坝在全国造林行

业，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
建场初期，林场的树苗都是从外地引进的。

1962 年，林场种植了 1000 亩树苗，到了秋天，发现
成活率不足 5%。1963 年春，塞罕坝又种植 1240 亩
树苗，成活率也不足8%。

“后来人们知道，树种和苗木本身没有问题，而
是在调运中，树苗失水、伤热，且适应不了塞罕坝气
候造成的。”范冬冬介绍。

怎样摸清塞罕坝的“脾气”，在这片土地站住
脚、扎下根，是摆在塞罕坝第一代建设者面前最现
实的问题。

林场前两年连续造林失败使一些职工心灰意
冷，林场“下马风”甚嚣尘上。这时，老书记王尚海，
场长刘文仕，副场长张启恩、王福明，反而把全家老
小从北京、承德和围场，搬到条件极度艰苦的塞
罕坝。

“军心”稳定后，塞罕坝第一代建设者从改进育
苗方法和造林机械入手，从科学技术上寻找前期造
林失败的原因，开始了一段自力更生的创业史。

植苗锹的“瘦身”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章节。
如果说第一代植苗锹见证了创业之艰，第二代

更加轻便的植苗锹则见证了苦干实干的激情。
一份刊载于1966年《林业实用技术》、署名“河

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生产办公室”的文章《落叶
松植苗锹》中记载：林场自使用新式植苗锹后……
原来每3至5人一组流水作业，用锨、镐平均每人每
天栽250株树苗，改用植苗锹后，1人平均每天可栽
植600株。

塞罕坝人对这个速度仍不满意，植苗锹被不断
改进，它的身形越变越窄，头也越来越尖，第三代植
苗锹应运而生。它单脚轻踩便可直插土中，而狭窄
的缝隙，更利于防止树苗根系透风跑墒。

配合植苗锹的改进，塞罕坝人独创“三锹半人
工缝隙植苗法”，比行业通用的“中心靠山植苗法”
造林功效提高一倍，同时能节省造林成本，该技术
已被广泛应用于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

一锹一锹，五十多年如一日，塞罕坝的绿色高
效延展，叠加出一出塞罕坝百万亩荒原变林海的
奇迹。

到2017年，塞罕坝整个林场仅剩下1万亩石质
阳坡尚未造林。

“在这样的山上挖树坑其实就是凿石头，一凿
下去，震得手疼。”范冬冬说，坡陡山高，机械上不

去，浇水后重达七八斤的容器苗全靠人扛骡子驮，
“就连骡子都经常累得撂挑子”。

在让第三代植苗锹也“败下阵来”的困难面前，
塞罕坝人却向这“最后的硬骨头”发起了总攻。截至
2018年底，塞罕坝林场石质荒山攻坚造林任务基本
完成，造林成活率达到99%。幼树成林后，这片世界
最大人工林场，森林覆盖率将达到86%的饱和值。

不过，植苗锹不会就此退出塞罕坝的历史。
现在，为改变造林树种单一，丰富林种树种结

构，塞罕坝正向着营造复层异龄混交林的目标迈进。
虽然现在塞罕坝大部分树种都采用容器苗种

植，但塞罕坝的主要树种之一落叶松，仍要借助植
苗锹来栽种。

三把植苗锹，见证了塞罕坝机械林场从何处来，
又将继续见证塞罕坝走向一个更加高质量的未来。

跨界：一位博导的博士论文

2004 年夏天，一位 46 岁的中南林学院博士完
成了他的毕业论文——《红富士苹果优质无公害栽
培理论及配套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

论文以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的红富士苹果为研
究对象，用详实的数据，分析了产地环境、土壤和叶
片矿质元素、主要栽培措施等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其实，当时他已是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这个人，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太行山上的新

愚公”李保国。
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当时的他作为博

导，却要“自降身段”再读博士，这个决定令很多人
难以理解。

然而，通过这位博导的博士论文，这位埋首脱
贫攻坚一线的知识分子的初心，却愈发清晰。

1996年8月的邢台岗底，是这篇论文的起点。
当时，这个太行山中南部的小山村，刚刚经历

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村里仅有的200多亩耕地全
被大水冲成了河滩地，很多村民想离乡打工，甚至
有村民因秋收无望选择喝药自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保国作为省科技救灾组
的一员，来到了这里。

在村里看了一圈，李保国看到了村后沟里的苹
果树。

眼前的苹果树虽然没有被大水冲垮，但因病虫
害严重，长势很弱。

从20世纪80年代起，岗底村便开始种果树，但
由于没有科学的果树管理技术，并没能改变岗底村
民的贫困面貌。

“你们要是相信我，我教你们管理苹果
树。”

就这样，李保国“包”下了岗底村。
当时的李保国，是山区小流域综合治

理方面的专家。在前南峪，为了提高当地百
姓绿山的积极性，他曾指导老百姓种果树，
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协同发展的扶贫之路。

不过，相比在前南峪，为了更大幅度提
高果农收益，李保国暗暗定下了一个更高
的目标——在岗底生产出优质无公害的
苹果。

虽然现在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已经提高
到绿色、有机，但在20世纪90年代，无公害
却是个很超前的概念。

而这个目标意味着，李保国又要从头
开始。

“老百姓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他
从不怕从头开始。”李保国的爱人、河北农
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郭素萍说，因为对于
李保国来说，“学啥都是为了全心全意为老
百姓服务。”

但这份担当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辛苦付出。

李保国的这篇博士论文近 8 万字，仅
实际采集试验数据制成的图表就有 70
多个。

这些一手数据的来之不易，李保国的
助手、他当年带过的研究生们再清楚不过。

2000 级研究生秦立者的研究方向是
病虫害。有的小虫晚上活动，所以秦立者的
研究几乎都得夜间上山，观察病虫害的活
动规律，但几乎都是和师父、师母一起，“当

时我半夜上山做我的课题，师父平时回保定上课，
一有时间回了岗底也是半夜扎在山上做他的博士
论文研究。”

虽然种果树是“半路出家”，但李保国的专业水
平，常常令科班出身的同行都刮目相看。

从选配最佳授粉品种、给苹果套袋、测土配方
施肥、节水灌溉、建立无公害病虫害防治方法、省力
化修剪、果实品质检测、建立气调库和苹果采后加
工等，李保国带着学生将涉及苹果的方方面面进行
了系统研究。

李保国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当面告诉记者：“不
管生态的、土壤的、肥料的、栽培的、生理的，一直到
分子生物学的，从宏观到微观，从单项技术到宏观
产业设计，我几乎都懂。”末了，他反问道，“要想干
成事，不较劲还行？”

“当时他读这个博士，大家都觉得他不为评职
称不为啥，何苦还要读博士，况且他还坚决要自己
考，考上了上，考不上不上。”别人不理解，但郭素萍
明白，“其实，他就是想实实在在学点儿新东西。”

从1996年来到岗底，到2004年博士毕业，这篇
论文凝结了李保国扎根岗底八年的心血。

但最为可贵的是，这篇论文没有仅仅停留在纸
面上。

借助这篇论文翔实的试验数据，一系列的苹果
管理新技术获得突破。通过大面积推广优质无公害苹
果规模化种植，为“富岗”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奠定了
坚实基础，该项目最终荣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年，富岗苹果便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现
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消费的升级，岗底苹果果品
质量仍在不断提高。

岗底村民因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住上了楼房，
开上了小汽车，过上了好日子，这份科技巨作被成
功地“写”在了太行山上，把过去的“荒山秃岭”变成
了岗底人民的“金山银山”。

“为什么老百姓都说他出的招儿管用？因为这
些招儿绝大多数都是李老师带着学生一点点做试
验得到的结果，又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老百姓，再
用‘盯死，死盯’的精神指导农民把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秦立者说。

巍巍八百里太行，撑起了整个河北的骨架，也
曾是河北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区域之一。

在河北脱贫攻坚的日子里，无数像李保国这样
的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把致富的火种播撒在太
行，也将太行山走成了一条道路、一种精神。

（下转第十一版）

奉 献

塞罕坝展览馆陈列的三把植苗锹。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2012年 4月 13
日，李保国在临城
县为农民讲解薄皮
核桃高接换优技术
要领。（河北日报资
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八路军的母亲”李才清当年救助伤员所使用的
麻绳。 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供图

俯瞰邢台前南峪村俯瞰邢台前南峪村。。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赵永辉摄


